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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初周恩来如何领导克服粮食困难

■ 熊华源

[ 摘 要 ] 由于“大跃进”开始后的瞎指挥和对粮食产量的浮夸风、高指标和高征购，再加上从 1959

年起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出现了粮食供给空前紧张的局势。在严峻的形势面前，

周恩来担起了领导扭转国家粮食供给紧张局势的重任，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他亲自指挥，

统筹全局，使用国家手中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为一些地区解了燃眉之急。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

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积极开展调研，推动政策调整，调动农民恢复和发

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还从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综合施策，把指导城市精简工作和解决粮食困难问题

结合起来。在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渡过了粮食难关，农业生产逐步重

新进入正常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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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我国是人口众

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是国家治理的头

等大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始

终高度重视吃饭问题，强调“没有饭吃，其他

一切就都没有办法”［1］。但是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初，我们国家也曾经遇到一段粮食困难的严

峻岁月，出现国家粮食供给空前紧张的局势。

造成这种局势的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开

始后的瞎指挥和对粮食产量的浮夸风、高指标

和高征购；二是从 1959 年起连续的严重自然灾

害，粮食减产较多。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作为

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担当起了领导扭转国家

粮食供给紧张局势的重任，领导全党全国人民

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一、指挥全国粮食调运工作

进入 1960 年后，我国粮食面临着十分紧张

的局面：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 7 天；天津只

够销 10 天；上海已几乎没有大米库存，只能靠

借外贸部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辽宁省 10

个城市的存粮也只够销八九天；山东、山西、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 页。　

河南和安徽等重灾区的情况更加严重，许多地

方的粮食供应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与此

同时，可供粮食周转的库存十分紧张，周转调

拨极为困难，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调入一点销售

一点，随时都有脱销危险。要克服粮食危机，

当务之急就是做好全国范围内的粮食调运工作。

周恩来亲自指挥，统筹全局，使用国家手

中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粮食调拨，以解决

一些地区的燃眉之急。他要求粮食部门及时将

各类粮食报表送去，自己一张一张地审阅，一

旦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退

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保存着的 32 张粮食

计划报表上，密密麻麻地留下周恩来笔迹的计

有 994 处，其中用红蓝铅笔做标记 639 处，调

整和修改计划数字 207 处。在《1962 年至 1963

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表上，他用

红蓝铅笔做标记 145 处，调整和修改数字 40 处。

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 6 处，批注文字 7 处，整

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迹。［2］它真实

而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

［2］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

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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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

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段时间，

他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

谈话。一次，周恩来同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

李先念和粮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陈国栋以及

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

夜里 11 点。周恩来让他们当晚将计划表做好，

让计划司司长送来。当粮食部计划司司长周伯

萍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周

恩来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

查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讨论一

遍，然后才同意印发。另一次，周恩来同杨少

桥和另一位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研究分省的粮

食计划调拨安排，当排出表格后将数字相加时，

发现有 5000 万斤差数怎么也平衡不了，一时查

不出原因。周恩来戴上老花镜，在表格上一个

省一个省地核对，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计算后，

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增加了 5000

万斤，加了没有？”问题正出在这里，是把这

个数字漏记了。周恩来在表上加上这个数字后，

再打算盘，果然收支就平衡了。［1］陈国栋 1981

年 12 月在上海接受力平、朱同顺和笔者的采访

时也回忆道：“我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

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

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

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

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在全国粮食

供应最困难时，总理处理事情仍非常沉着冷静，

着急也不溢于言表。他了解情况，问得很细、

很深入。他问我们全国哪些地方最困难？有多

少生产队人均口粮八两？对河南、安徽、甘肃、

四川等困难省，总理还要我们统计好的、比较

好的、中等的和差的生产队各占多少。俗话讲：

‘糠菜半年粮。’总理连糠菜都要过问。因此，

我们搞生产队生活安排时，把糠菜都考虑进去

了。”［2］

［1］ 参见杨少桥、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87 年版，第 235 页。　

［2］力平、朱同顺和笔者访问陈国栋记录，1981 年 12

月 29 日。　

要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调拨粮食，必

须做到对各省粮食的真实情况心中有数。为此，

周恩来特地设计了《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

记载各省、市、自治区的粮食收购、库存、销

售、调拨的收支等情况。一看这张表格，就能

够一目了然地知道各地粮食调拨和中央粮食收

支的具体情况。因为这张表格相当长，人们戏

称它为“哈达表”。周恩来通过这张“哈达表”，

随时掌握全国粮食调运动向，检查粮食政策执

行情况，部署粮食工作。他对“哈达表”上的

统计数字看得很细，牢记在心。他到各地视察时，

对当地的粮食情况有时比当地领导同志了解得

还清楚些。

由于当时各地包括一些产粮地区的粮食供

应都很紧，外调粮食不仅要摸准摸清实际情况，

而且需要有的放矢地做深入细致、入情入理的

思想说服工作。为此，周恩来常常主动找一些省、

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人谈话，希望他们顾全

大局，支持国家调拨粮食。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0 年 6 月到 1962 年 9 月，在这 2 年零 4 个月

的时间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讲话和谈话

就多达 115 次，有几十次就是同省、市、自治

区党委的领导人谈话，其中，一次是同中共江

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

秀等；一次是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

易辰。

同杨尚奎、刘俊秀等的谈话发生在 1961 年

9 月。周恩来在江西庐山刚参加完中共中央工作

会议，在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副总理、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南

昌考察。18 日晚，周恩来一行同杨尚奎、刘俊

秀等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在其下榻的江西宾馆共

进便餐，同议国事。周恩来建议江西省增加外

调粮食 3 亿斤。这是关系到江西人民的生计大事，

主管江西农业的刘俊秀不敢轻易同意。他表示，

国务院给江西的外调粮食任务是 12 亿斤，再增

加 3 亿斤就是 15 亿斤了，怕有些困难。但在事

前，周恩来对江西本年度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

占有量等情况已经有清楚了解。他说：我有调查，

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

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 3 亿斤

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增加的。经过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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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和说服，刘俊秀答应了。此后，中共江

西省委研究决定，同意增加 3 亿斤外调粮，作

为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1］这次谈话充分体

现了周恩来坚持全国一盘棋，注重把握全局的

战略眼光。

同杨易辰的谈话发生在 1962 年 6 月。当时，

周恩来到辽宁沈阳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干部会议，

部署粮食问题。他提出：中央已经向黑龙江省

下达调拨 28 亿斤粮食的重大任务，但全国的粮

食危机仍很严重，黑龙江还要增调 2 亿斤支援

外地。杨易辰听了感到压力很大，他认为，黑

龙江作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已为国家作出

了很大贡献，这次国家新的调粮任务实在难以

完成。如果省内粮食出了问题，将无法向全省

人民交代。于是，杨易辰直接表示对再调拨 2

亿斤粮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黑龙江的实际

困难。周恩来听后，对杨易辰说：要树立全局

观念，服从大局。黑龙江有困难，但其他省份

更困难，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

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

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

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

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听了周

恩来这番为党为国为人民的掏心窝的话，杨易

辰解开了思想疙瘩，坚决完成了调粮任务。后

来，他回忆道：“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教

育，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了，

想整体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动上我坚决

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

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 30 亿斤的任

务。”［2］

在国家粮食调拨的工作中，周恩来还十分

注意体谅地方的困难，对确有难处的省份，他

尽力给予最大的帮助。新中国成立后，素有“天

府之国”美称、一直是粮食外调最大省份的四

川省，从 1953 年到 1960 年的 8 年时间里，总

共外调粮食 283 亿斤，平均每年外调 35 亿多斤，

［1］ 参见刘俊秀：《总理爱人民   丹心照千秋》，《怀

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6-68 页。　

［2］ 杨易辰：《深情的怀念》，《我们的周总理》，中

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5 页。　

其中 1958 年、1959 年平均每年外调高达 42 亿

斤。从 1958 年开始，四川省由于抽调数百万劳

动力大炼钢铁，耽误了庄稼的收割，又碰上严

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再加上过多

地调出粮食，到 1961 年初，出现了粮食紧张的

局面。当四川省也发生粮荒的消息传出后，周

恩来立即发出指令：四川省停止外调粮食。随后，

周恩来特地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赶往四川

省南充市火花公社蹲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

寻找解决困难、渡过难关的有效办法。1962 年

初，四川省粮荒更加严重。周恩来心情十分沉

重，在同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等计算研究

后，他作出了立即向四川省调拨 2.5 亿斤粮食的

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四川省粮食供应极

度紧张的状况。［3］

要想做好粮食调拨工作，保证有粮可调是

前提和关键。除了集中国内力量保证粮食来源

外，中央还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建议，决定进

口粮食，以进一步扩大粮食来源。陈云是这样

说明进口粮食原因的：“进来粮食，就可以向

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

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

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

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

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

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

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这是

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4］当时，在外汇

和粮食来源上都存在困难。1960 年 12 月底，周

恩来访问缅甸期间，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

在访问结束前一天，他对随行的外贸部部长雷

任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再回北京，直接

去香港，确实搞清楚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

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

行能不能解决资金问题？雷任民从香港回到北

京后，向周恩来报告：货源是有的，美国、澳

［3］ 参见杨少桥、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

《不尽的思念》，第 232 页。　

［4］《陈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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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存粮很多，资本家急着要找出路，我们

向他们买大批粮食，他们可以影响政府，把粮

食卖给我们。至于运输船只问题：第一，尽量

买 FNB（货到中国口岸付款）；第二，可以租

到外国商船，外汇中国银行可以周转透支解决。

雷任民回忆：“我向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总

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神情，向我提出了许

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情似乎才踏

实了。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

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那时大城市

粮食供应状况仍有恶化，周总理每天晚上都把

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

船只航行情况。为了粮食，总理真是到了呕心

沥血的程度。”［1］ 在周恩来等的努力下，从

1961 年到 1963 年，我国每年进口粮食 100 亿斤

左右。［2］这对于克服粮食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调动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              

积极性

解决粮食问题，仅仅靠粮食调拨是不能长

久的，必须调整政策，调动农民恢复和发展农

业生产的积极性方能持久。正如陈云所说：“政

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

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3］

当时，党的农村政策存在一些问题，“共

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人民

公社出现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急于从基本队

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问题，在发展公社一

级经济力量时出现“一平二调”的错误，在分

配问题上出现集体积累过多、社员增收过少等

问题，在干部作风上出现不实事求是、脱离实

际、命令主义等问题，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积极

性。1960 年秋，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

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这是一个关系经济工作全局的重要文件，是大

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解决

粮食问题的重要举措。10 月 29 日，周恩来在中

［1］ 笔者访问雷任民谈话记录，1987 年 1 月 23 日。　

［2］ 参见方留碧：《周恩来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粮食

辛勤操劳》，《怀念周恩来》，第 84 页。　

［3］《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161 页。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中共中央《关于

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时

指出：“应当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两句话平

行地提出来，还要讲透，才能鼓励大家各尽所能。

要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农村人口出来太多，

农忙时应当把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用在农业生

产第一线，今冬明春应大抓生活，大搞生产。”［4］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

题的紧急指示信》的主要内容包括：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

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

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

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

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 90% 的社员

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

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

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

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

群众，整风整社。［5］这十二条政策立即在农民

中引起强烈反响，对保护和提高农民生产积极

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了解实际情况，听取农民对农村政策

的反映，1961 年 4 月下旬到 5 月中旬，周恩来

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今年要搞个实

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到

河北邯郸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在邯郸伯延公社

调研期间，周恩来不辞辛劳，走村串户，奔波

忙碌，就广大农民最关心的食堂、供给制和包

工包产问题找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

和社员谈话、开座谈会，认真听取社员对党的

农村政策的反映。

周恩来在走访中很快就发现一个普遍问题：

社员家里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

别的东西了，更是没有什么存粮。1961 年 5 月

3 日和 5 月 5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生产大队

和生产小队干部座谈会。5 月 4 日，周恩来又主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97 年版，第 363 页。　

［5］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3 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61-6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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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召开社员代表座谈会。在发言中，不少社员

违心地说公共食堂办得好，这跟周恩来走访调

研了解的情况不一致，因此，周恩来恳切地提

出希望大家讲真话。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

地告诉他：刚才说的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

食堂吃不饱。张二廷还说：总理，这样糊弄下去，

你再迟二年不下来，连你也吃不上饭了。为什

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

地里就不打粮食，长的那点粮食还不够俺们在

地里生啃着吃，哪有粮食交国家？一年不交国

库有，二年不交国库有，三年不交国库也就没

有了。你还能不挨饿？［1］周恩来后来说：“这

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

地委的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

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

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

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2］

此后，周恩来又在伯延公社就包产问题召

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周恩来问社员群众每

亩包产的粮食指标能否落实，社员们纷纷表示

指标定高了。周恩来组织社员自己讨论每亩包

产的指标。当社员们达成一致后，一个社员跟

周恩来表示，希望能把包产产量定死。他说：“你

们现在不定死，谁晓得到秋天会不会又要多征。

要是那个时候，把我们的口粮又挤掉了，自留

地的收成也顶口粮，结果还是我们落空。”当

着地委、县委和公社负责人的面，周恩来说：“我

可以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不要再收回了，

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3］

1961 年 5 月 6 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

伯延公社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及部分小队

干部和社员代表的座谈会。会上，他告诉大家：

伯延公社先锋大队第四生产队共 63 户人家，

有 58 户要退出食堂，有 5 户还留在食堂。我们

要积极办好食堂，也要积极散好，不要一哄而

［1］ 参见武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安县志》，中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2-143 页。　

［2］《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437 页。　

［3］《周恩来传》（四），第 1439 页。　

散。［4］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

量第一手情况。他发现 1960 年 11 月 3 日发出

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

的紧急指示信》和 1961 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通

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关

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都不尽

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

众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

为了保证偏离农村实际情况的党的农村政

策能够得到及时调整，调动广大农民战胜严重

自然灾害、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周恩来一直工作到 5 月 7 日凌晨 3 时，将自己

在邯郸调查所了解到的一些真实情况，向毛泽

东作了电话汇报。主要内容如下：一是食堂问

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

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是社员不赞成

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

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三是社员群

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

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

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

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是邯郸专区旱

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

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

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5］周恩来

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

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当天，他在周恩来

的电话记录上写下批语：“此报发给各中央局，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6］随即，中共

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

1961 年 5 月 21 日到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

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负责人在调

查研究后所提出的意见，对当年 3 月中共中央

工作会议上通过的解决农业生产严重问题的《农

［4］ 参见《武安县志》，第 142-143 页。　

［5］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15 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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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并形

成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这

份修正草案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供给制的规定，

并提出公共食堂办或不办完全由社员决定，口

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这个文件的诞

生，是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所结

出的第一个丰硕成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中包含了周恩来的一份重要贡献。

周恩来根据在邯郸调查时所获得的真实情

况，还在这次大会上大力提倡，并在会后积极

推行了粮食包产的办法。之后，《农村人民公

社条例（修正草案）》在全国的贯彻实施，在

广大农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提高了广大农民从

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形势在 3 年

内全面好转。

三、综合施策，精简城市人口

在领导克服粮食困难的过程中，周恩来不

仅从粮食本身入手，还从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

力求找到综合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办法。1960

年 11 月，他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工

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安排国民

经济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到：“农业能够提

供多少粮食给工业和城市，农业能够提供多少

劳 动 力 给 工 业 和 其 他 各 行 各 业， 农 业 能 为 工

业提供多少原料，农业能为工业提供多大购买

力。”［1］

缺粮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粮食连年

大幅减产，另一方面却是因为粮食的销售量因

城镇人口的剧增而不断增加。为了维持城镇商

品粮供应，国家不断向农村下达征购指标。据

统计，在“大跃进”中，全国职工人数急剧增

加，到 1960 年已达到 5000 万人，比 1957 年的

2450 万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相应地农村劳动力

则减少了 2300 万人，原来生产粮食的人变成了

吃商品粮的人，大大超越了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特别是农业生产水平所能承受的程度。［2］因此，

要调整经济，克服粮食问题，必须精简城镇人口，

［1］《周恩来传》（四），第 1424 页。　

［2］ 参见《周恩来传》（四），第 1483 页。　

包括城镇职工和居民。

1961 年 3 月 20 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中

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粮食供应存在的严重

问题，并提出了压缩城镇人口的意见。他说：

由于灾荒的严重，库存也挖得差不多了。因此，

要“坚决压缩城市人口”，这样有利于迅速解

决粮食问题。［3］“在不妨碍生产、而且有利于

生产的情况下，要压缩一批城市人口回乡，这

项工作应该立即着手准备，而且要有计划有领

导有步骤地去做。我们希望从今年麦收开始到

明年，争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压缩一千万以上

的人口回乡，这对于减少城市的粮食压力，促

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会起很好的作用。”［4］

1961 年 5 月 31 日，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

城市人口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 1960 至 1961

粮食年度的形势作了初步估计和总结，对 1961

至 1962 粮食年度，尤其是 1961 年第 3 季度的

粮食情况作了说明，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办

法。他说：“虽然今年农业形势已有好转，但

是粮食形势还在继续紧张，库存已经减到最低

限度。”1961 至 1962 年度粮食形势将继续紧张。

“城市重于农村，这是一个特点”。周恩来抓

住粮食问题的五个关节点，即产、购、销、调、

存展开论述，说明从当时的情况看，农业生产

不可能很快恢复，因为农村机械化少，水利比

例小，化肥少，电力少，“四化”程度不高，

农业主要建立在人力、畜力、手工生产的基础上，

所以，每年要供应城市 500 亿斤粮食是困难的。

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

下乡。人如何压？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

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

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

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三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不要五个人吃。［5］

1961 年 6 月初，周恩来召集国务院有关方

面负责人研究并主持起草了《中央工作会议关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399 页。　

［4］《周恩来传》（四），第 1434 页。　

［5］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413 页；

《周恩来传》（四），第 1442-14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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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

法》（以下简称《九条办法》）。6 月 6 日上午，

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10 时，周恩来在会

上就《九条办法》的形成、内容和实施问题作

了说明，并征求与会代表的意见。他的发言全

面周到、深入细致，具有切切实实的可操作性，

包括工业如何支援农业、商业如何支援农业等

方面的细节。比如，他强调，工业支援农业，

不能简单地把钢材一分，拖拉机多少，排灌多少，

运输工具多少，就解决了，因为有的东西在底

下不完全适用；商业支援农业，包含内贸和外贸，

也要好好抓一抓。6 月 16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

出这份文件。

《九条办法》的主要内容是：城镇减人必

须各级党委亲自领导，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

迅速造成声势；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

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人口，严禁虚报冒领；

1961 至 1962 年度城镇口粮标准不能提高；1961

年 7 月到 1962 年 6 月粮食产、购、销、调、存

的数字，待 1961 年 8 月中央工作会议再作决定；

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的调整，推迟到 1961

年下半年城镇人口减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

中央各部门在会后应即提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

事业、学校、机关单位的精减计划；在城市征兵，

重点放在大中城市适龄的中等学校学生、青年

工人和机关团体的青年职工（包括干部子弟）；

中央和地方应在整风整社和贯彻中央文件的同

时，拟定工业和商业支援农业的计划。［1］这样，

《九条办法》成为指导城市精简工作和解决粮

食困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九条办法》制定后，周恩来认为：更为

艰巨的任务，在于把精简城镇人口的方针政策

落实好。为此，他紧紧抓住不放，在各个环节

严格把关，并反复强调精简城镇人口的方针政

策的重要性。1961 年 8 月 24 日，周恩来在庐山

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作关于粮食

问题的报告。在讲到减少城镇人口问题时，他

［1］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2-414 页。　

强调指出：“对城市精减问题要抓紧，中央各

部要下大决心帮助各省、市把厂矿的人员压下

去，城市长期这样多人是不行的。”8 月 30 日，

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 1961

到 1962 年度粮食工作的几项规定（草稿）》。

其中强调：“全党同志必须动员起来，根据城

乡兼顾的方针，及时征购，同时安排，踏踏实

实地做好粮食分配工作，保证完成粮食征购计

划和粮食调拨计划，加紧压缩城市人口，减少

城乡粮食销量，切实安排城乡人民生活。这是

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迫切的重大的经济任务和

政治任务。”［2］精简城镇人口的方针政策最终

取得了良好效果，1961 年到 1963 年，共精简

职工 1940 万人，城镇人口减少 2600 多万人，

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 2800 多万人，全国减少非

农业人口口粮和食品工业粮食销量共 138.4 亿

斤。［3］这就为稳定全国特别是重灾区和大中城

市的粮食供应，调整工农业以及城乡之间严重不

协调的状况，以至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调整整

个国民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利条件。

经过全党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农业生产

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1 年止住了下滑趋势，

粮食产量开始略有回升，1962 年粮食产量回升

到 3200 亿斤，比上一年增产 250 亿斤［4］，全

国粮食供给紧张和困难局面得到扭转，渡过了

这次粮食难关。周恩来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和

作出的重大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在这

一过程中展现出的高超的领导和工作方法，以

及为党和人民事业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工作

态度和精神风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作者熊华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研究员，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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